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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存活、长大，十岁、五十岁、一百岁，中国大学终于开始补办出生证了。对于
一所高等学府来说，章程犹如“宪法”，不仅承载着大学精神、彰显着大学使命，更是大
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运行发展的制度屏障，规制着高等教育内外部的活动边界和发
展准则。

近年来，国家开始大力推进大学章程的创建工作，以使其成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
建设、实施依法治校的基本保障。目前，教育部率先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
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六所高校的章程，这是教
育部第３１号令《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实施以来首批核准的学校章程，无疑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此看来，积极探讨并研究大学章程创建工作，是一项
具有时代感、必要性与紧迫性的工作。

大学章程是在一个复杂的大学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法制纲领，它不局限于大
学管理与改革的某一个领域，而是包括大学制度建设的一切基本方面。其中，大学精
神与教育管理的联系不可忽视，且其现代性无疑是大学制度建设的一种“精神状态”。

基于此，大学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创建与改革，也绝非仅仅是讨论高等教育立法体制、
行政体制的权限与效度，而是重塑大学精神与价值，促进大学教育管理的民主与法制
建设的根本保障。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其实质并非
高等教育形态的变迁，而是高等教育现代性全面、深入、持久的体现，属于高等教育理
性化程度较高的发展阶段。显然，大学章程所能彰显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存在于高等
教育相互关系中的纯粹的抽象思想，而是渗透到所有大学管理与改革经历中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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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创建过程中凸显的矛盾与困境，成为了理解大
学章程创建与修订的一个核心要素，这也正是难以对各类大学章程实施的合理性进
行评估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经核准的大学章程都存在着精
神相互渗透与文化限制的模式，尤其凸显在大学精神的塑造与再塑造中，这包括大学
自身通过在管理体制与组织机构、教职员工、学生、教学科研机构、财务、资产、后勤、
学校与社会等方面的创新性及个性建设方面采用雷同的话语方式及路径，以致难以
将大学自身从原有所属范畴中抽象出来，形成真正的规范、价值及目标。简言之，大
学欲通过章程确立自主精神的机制极易因此而被减弱，而其代价却是更加微妙地增
强了传统模式的力量，使大学章程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相矛盾。事实上，这种对大
学章程创建的渗透与影响并非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大学传统管理模式与相关权利密
切联系的一系列隐喻，其如何将大学传统性与现代性关联起来的研究仍略显粗浅。
显然，单纯地对当前大学章程的创建路径与机制进行批评远远不够，有些创建模

式难以适应国家与大学的内在发展逻辑，理应对其修正，以便使其能够适应现今大学
章程创建与大学民主制度改革的真实状况。可以预想的是，若缺失这样的效用，则难
以期待大学内、外部治理机制产生严肃、进步的结构性变革。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
既不能丧失重塑大学精神的信念，也不能愤世嫉俗，而应怀有对大学变革与发展的持
之以恒的争取，坚守大学精神与蜕变的应有之义。
没有章程，中国大学一样活下来了；有了章程，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逻辑会有所改

变吗？换言之，大学章程在中国是否到了不得不制定的时刻？制定之后，大学的生存
轨迹是否会步入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学界内外对此众说纷纭。有鉴于此，本刊特
邀各位学人做客“教育学家茶座”，请就各自感兴趣的论题与视角，展开对中国大学章
程创建的理性探讨与对话，藉此分析高等教育管理的实践性问题，为大学章程的创建
与修订提供借鉴。

　　范　哗：民国时期大学章程的命运

民国大学章程的命运起源，在一定程度上是汲取清末近代高等学堂章程基本特
质的结果，而这一特质最早也是在模仿欧美中世纪大学建设理念得来的，印有“舶来”
的痕迹。
然而，在中国晚清大学章程的发轫之期，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其“首善体制”的创

制，这是其本土重生的重要旨意与价值所在。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学为用，中学为
体”的教育主旨。对此，《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载：“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
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
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又以中学为具文。”并且，中学的重
要性依托《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各省之表率”的地位广泛影响与约束到了各省中文
的教学管理。由此一来，即对各省所聘任的中文教习与所定中文功课制定了严格而
明确的规定，使得新式学堂的教育仍能以义理之学、经史掌故为根本。值得称赞的
是，梁启超深知近代教育之根本，并非完全被“西学东渐”与内忧外患的时局蒙蔽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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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是清晰地对东西各国大学章程制定的核心理念进行了判断：“考东西各国，无论
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
国之学者。”显然，这样的认识对确立“中体西用”的大学章程制度是极为重要的。这
在一定程度上摈弃了“治中学不言西学，治西学不谈中学”的思维方式，使得晚清大学
章程的创设与实施有了本土重生的机遇与可能。
不得不承认，在西国学堂所学溥通学课程之中，经学第一，理学第二，诸子学第三

的设置，也仅是“略依泰西日本同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并且，学生分班标
准，亦将溥通学卒业者作为头班看待，其教习所聘十人，皆华人。此外，同文馆、广方
言馆的译学人才培养，亦将仅通中国语言文字或仅通西洋语言文字的教育方式视为
体用不备的流弊。由此一来，西文仅为学堂所教授的课程之一，而非学堂课程之全
部，此正所谓“以西学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由此可见，《奏定京师大学
堂章程》对中学的深刻认识与固守，正是使得大学章程这一西洋舶来品能够契合本土
文化教育使命的重要根基。这样的规制，亦明确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之内，其大
学分科严苛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而将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各西洋科
目置于其后，强调中学在晚清高等教育系统之地位。事实上，这样一个基本仿照西方
模式确立起来的大学章程，在教育实施过程中，对传统的继承与尊重致使这一系列大
学章程本质上仍具有鲜明的本土化再生性，这一点在其“堂规”中有所证实：“教习学
生，一律尊奉《圣谕广训》，照学政岁科试下学讲书，宣读《御制训饬士子文例》，每月
朔，由正总教习、副总教习传集学生，在礼堂敬谨宣读《圣谕广训》一条。”［１］据此，大学
章程的学规制度仍是按照中国科举社会的传统教习方式运行的。并且，在开学、散学
及每月朔，均由总教习、副总教习、总办各员，率学生诣至圣先师前行礼。退班时，大
学堂学生亦需向总教习、副总教习、总办各员各三揖。每逢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
节、皇后千秋节、至圣先师诞日与仲春仲秋上丁释奠日，皆有总教习、副总教习、总办
各员率学生至礼堂行礼如仪。可见，中国科举时代的传统教习方式，在晚清近代大学
章程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实施与执行。此类的制度规定并非《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所独有，《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考录入学”一节的相应规定，更易呈现其与科举时代
制度的承继性，据其“考录入学章第三”之第五节载：“凡已准入学之学生，须觅同乡京
官为保人，出具确实具保印结，京堂翰林御史部署皆可，不必拘定部署。但京城学堂
须常有保人在京，外省学堂须常有保人在省，缘学生行止一切，常有责成保人之事。
如其保人或病故、或他适、或现不居官不能出结者，当另请他人具保，外省出结仿
此。”［２］显然，这样的“保结”制度在西方中世纪大学章程内是没有相应规定的，无疑是
中国近代大学章程对科举时代取录学生制度的继承与保留。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近
代大学章程的创建，才会对后来民国时期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实施产生深远的影响，不
至于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与制度产生直接的排斥与矛盾。
细观民国时期的大学章程规制，不难发现保障与维护学术自由与民主平等的治

理体系。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设有评议会，采用校长及教授互选的方式选
举评议员，这些评议员在学系及校内机关的设立、废止及变更等方面负有决议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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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规则、行政委员会委员的委任、校内预算与决算、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件、赠
予学位等重要的教育治理问题具有决议权力，这使得学术自由受到了大学章程的维
护与保障，为有效地实施与开展教学、科研任务提供了重要基础。后来，《国立北京大
学组织大纲》对各院长、主任、教务长、教授、副教授、助教等人员一概在此基础之上采
用聘任制度，有效地维护了民主平等的治理机制。由此一来，大学民主之风与学术自
由相互尽善，学术不致滞达，人才不致衰败，学术自由之精神颇见成效。最终，这样的
组织大纲，直接影响到《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的治理结构设计，使其校内各组织人员均
按照聘任制度选任，有效地维护了校内治理权力制定与实施的民主性。值得注意的
是，东南大学的大学章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章程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更深入的
调整，如其第四章第二十一条载：大学除教授会外，设科教授会及系教授会，以一科或
一系之教授组织之，会议关于一科或一系之事件，会议时以科主任或系主任为主
席［３］。可见，东南大学的民主决策与管理是细化至各个系室的，教授由此直接对所在
院系的决策权力得到了极大的保障与维护。这样的民主机制有效地促进了院系教育
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与稳定性，为学术自由奠定了坚固的制度保障机制。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国立中央大学来说，其组织规程虽未像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一样设立相应的评议会，但其分设事务处、教务处、秘书处、校务会议及各项委员
会等组织制度，并在职责权限与工作内容方面细化了民主决议的程序与内容，不仅有
效地实施了评议会的全部工作内容，而且使得评议会决策程序变得更加明确与高效。
这样的制度完善与设计指导，也影响到后来的大学章程制定与实施，《国立北京高等
师范学校组织大纲》即仿照《国立中央大学组织规程》的治理机制设计，明确了会议组
织，不仅设置了评议会，还增设了九个委员会以及行政会议组织。事实上，在维护与
保障学术自由与民主平等的治理机制方面，后来的大学章程设计与制定者都依据各
自院校的具体管理模式与制度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组织制度，如《国立武汉大学组织大
纲》的机关组织除设置有评议会外，还设有校务会、学院会，并设有十一个委员会，而
《杭州大学章程》开宗明义规定了治校宗旨、义务及权利，设置了秘书处、教授会，还分
设了董事会、校政会议组织、会计处、聘任委员会等机构，以此来实施维护与保障学术
自由与民主平等的大学内部治理机制。
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大学章程，其核心价值在于以大学章程的“立法”形式来有

效地维护学术自由与民主平等的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独特的大学精神与
文化，最终成为承载一大批优秀人才与科研成就的基石，这也成为晚清大学章程本土
化重生后宝贵的历史价值，在今天重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需求与召唤下，愈有必要
对其进行深刻的追忆、反思与借鉴。
简而言之，民国时期的大学蕴含“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大学精神，这无疑

是在民国大学章程的治理机制下逐渐确立起来的。然而，随着民国时期大学的拆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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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重组，这一文脉似乎也由此戛然而止①。最初在艰难办学条件下创设起来的现代
大学制度也未能得以承继与完善，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遗憾。
董云川：范哗博士所论民国时期大学章程的命运，旨在以史为鉴。由文所感，中国大学章程似乎在最初

发轫之时即为“应运而生”的产物，而这种“运”正是高等教育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时期需求发展的唯一路径。

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民国时期大学章程作为“舶来”的产物，引领了当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中国高

等教育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以史为据，晚清至民国的高等教育皆是先有章程而后办学，而这一时期的大学

章程并非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具文”，由此提醒吾辈，不仅需要追忆渐行渐远的院校辉煌，更需要准确复原与

解读当时大学章程的真实内涵。此外，对“舶来”的产物，我们亦有必要追溯其深层次的文化与起源，因此还需

要看看别国的历史经验。

　　陈　涛：大学制度的根基：从教皇颁布“章程”谈开去

鲁汶天主教大学（Ｋａｔｈｏｌｉｅ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ｉｔ　Ｌｅｕｖｅｎ）有助于我们从大学的源头认
识“大学章程”的原型。
鲁汶天主教大学是以巴黎大学、科隆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为模型设立的②。其正

式创建于１４２５年１２月９日，这一时间是以罗马教皇马蒂诺五世（Ｍａｒｔｉｎ　Ｖ）颁发建
校法令（ａ　Ｂｕｌｌ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为标志的。该法令授权威廉·尼福斯（Ｗｉｌｌｅｍ
Ｎｅｅｆｓ）———专门主管教育和和监督圣·彼得咏祷司铎班（ｔｈ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Ｓｔ．Ｐｅ－
ｔｅｒ）③的负责人（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ｅｒ）———在鲁汶建立的四所学院，分别是神学院、法学院（教
廷法和民法）、文学院（哲学和自然科学）和医学院。其实，鲁汶大学正式开学是在

１４２６年９月，第一次开课已到１０月２日④。从中不难发现，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是以教皇为其颁发“大学章程”之日起计算的，章程（Ｃｈａｒｔｅｒ）是以教皇法令（Ｐａｐａｌ
Ｂｕｌｌ）的形式出现的。
打开《鲁汶大学建校章程》，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文件正上方古老的具有哥特式

装饰风格的手写体拉丁文大标题———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ＥＰＩＳＣＯＰＵＳ，ＳＥＲＵＵＳ　ＳＥ－
ＲＵＯＲＵＭ　ＤＥＩ．ＡＤ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Ｍ　ＲＥＩ　ＭＥＭＯＲＩＡＭ，上面记录了罗马主教（教
皇）的名字 Ｍａｒｔｉｎ，称其为“上帝仆人的仆人”（摘自《圣经·新约全书》），并把此文件
视为“事实的永恒记忆”。当然，这种表述是一种常见的结束用语⑤。在其正下方有
一条用于系绑文件的丝制绳带，绳带上又穿有教皇马蒂诺五世（Ｍａｒｔｉｎ　Ｖ）的钱币型
印章。由于遵从罗马法庭的肖像原则，印章表面左右分别刻有圣保罗（Ｓｔ．Ｐａｕｌ）和圣
彼得（Ｓｔ．Ｐｅｔｅｒ）的头像，头像间由细长的拉丁十字架分开，头像上方分别对应着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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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有学者指出：“特殊的历史国情中断了我国大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导致了我国大学主体性的缺失。”参见毛
金德．大学立宪：问题与出路．高教探索，２０１３（２）．
ＫＵ　Ｌｅｕｖｅｎ．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ＫＵ　Ｌｅｕｖｅ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ｕｌｅｕｖｅｎ．ｂｅ／ａｂｏｕ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ｋｕ－ｌｅｕｖｅｎ．２０１４－１０－
１７．
Ｃｈａｐｔｅｒ是一个教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中心，是一个自由的领域，是直辖于皇帝权力之下的一
个小型的独立国家。

Ｅｍｉｅｌ　Ｌａｍｂｅｒｔｓ，Ｊａｎ　Ｒｏｅｇｉｅｒｓ．Ｌｅｕｖ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４２５～１９８５．Ｌｅｕｖ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２１．
Ｍａｒｃ　Ｎｅｌｉｓｓｅｎ．Ｐｏｐ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Ｐａ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Ｖｏｌ．３４，１９８８：３６７．



圣徒名字的缩写（ＳＰＡ／ＳＰＥ）①。教皇印章是所有颁发文件的惯例性规则，其意味着
文件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这长６２ｃｍ，宽４２．５ｃｍ的方寸之间，３８行拉丁语被紧密
地书写于羊皮纸上，在章程全文的右下方还标有罗马大法庭的签字，以示其有效。
除了章程标题外，全文共分成１１个自然段，分别可归纳为：①创建大学的目的。

弘扬宗教信仰、拯救未受教育者的灵魂，从上帝的恩泽中汲取智慧滋养，并通过教皇
引领其生命教养学习以提高人类生存之标准。②明确大学的选址。由于在布拉班特
省（Ｂｒａｂａｎｔ）公爵辖区及其他地区和公国，甚至在列日（Ｌｉèｇｅ）、康布雷（Ｃａｍｂｒａｉ）、乌
特列支（Ｕｔｒｅｃｈｔ）、特洛安讷（Ｔｈéｒｏｕａｎｎｅ）和图尔雷（Ｔｏｕｒｎａｉ）的主教辖区，都没有一
个城市开办高等教育与学习机构，但这些地方信徒众多、物质充裕、气候温和，有足够
大的空间容纳密集的人口，并且住宿便利、设施齐全，关键是（鲁汶）为那些旅居遥远
之地为求知识的人提供了便捷。③建校鲁汶的意义。公爵、副校长、院长、主管当地
教育的负责人、圣彼得咏祷司铎班、市长、市议员以及市民（简称为举办者）都渴望能
在鲁汶开办大学馆（ｓｔｕｄｉｕ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通过适当的测评、正式的斡旋，把资助补贴有
效地分配于那些期望能在科学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借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以改善
周围地区民众的生活标准。④提供必要的支持。举办者们为师生以及参与教学和
“研究”的人员提供适宜的住所、教学场所和完善的办公设施，并且每年为师生提供工
资或牧师俸禄。最重要的是，举办者们精简自身权力并将其转化给大学校长（ｒｅｃ－
ｔｏｒ）。⑤赋予师生的权利。举办者们为了尽其所能办好学校，他们通过赋予一系列
的特权（自由权、豁免权、免税权）来保护大学师生。⑥置大学的学院。包括神学院在
内的所有建立的学院都必须得到永恒的保持和维护，全体师生都要为所在的学院以
及所享有的特权引以为豪，这也正是很多教师和学生喜欢留在科隆（Ｃｏｌｏｇｎｅ）、维也
纳（Ｖｉｅｎｎａ）和莱比锡（Ｌｅｉｐｚｉｇ）学习的原因。⑦规范资格的授予。学生只有顺利地
完成了学业才能获得文凭，但如果想作为教师开展教学，就必须获得现任副校长授予
的硕士／博士学位和教师许可证，这些具体的程序可以根据以上提及的大学的操作办
法执行。⑧扩大校长的权力。师生和雇员的不法行为和越轨行为，都需交由大学校
长进行纠正或惩罚的审判。⑨保障大学的自治。自章程颁布之日起的一年之内，举
办者们若没有交出相关的特权和许可证，没有放弃他们的司法权，没有将权力移交给
大学校长的话，章程中所提及的所有问题都将失去效力和意义。⑩重申章程的权威。
举办者中的所有人都不能削弱章程中所提到的决定、法令和意志，或者通过一些鲁莽
行径予以违背，因为这会招致全能神的愤怒。○１１注明颁发的日期。教皇马蒂诺五世
（Ｍａｒｔｉｎ　Ｖ）９年１２月５日（古罗马历）签署于罗马圣徒大教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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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ａｒｃ　Ｎｅｌｉｓｓ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ｅｌａ　Ｆｒｉｔｓｅ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Ｅ　ＩＭＭＡＲＣＥＳ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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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４２５）（Ｌｅｕｖ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２１０）

Ｍａｒｃ　Ｎｅｌｉｓｓ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ｅｌａ　Ｆｒｉｔｓｅ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Ｅ　ＩＭＭＡＲＣＥＳＳＩ－
ＢＩＬＩＳ：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ｌｌ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ｕｖａ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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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以上概要，可以发现一部大学章程于一所古典大学的重要性及其历史蕴意。
首先，从公共利益上解读，大学建立的根本是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标准”。因此，大
学存在的意义不再是一种私人行为，而是一种公共责任。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大
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知识的生产（研究）、知识的传播（教育）以及培训和发展（创
新）予以实现的，可以说“知识三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ｉａｎｇｌｅ）是大学功能公共性的重要
渠道，也是满足“智慧滋养”、“生命教养”等公共性要求的具体样态表现①。其次，从
法律性质上解读，大学章程被视作大学内部治理的“宪法”。就某种意义而言，其本身
就是以教皇法令形式出现的“权利保护法”。大学举办者无疑是大学章程的制定主
体，继而通过教皇核准予以颁布。该法令是大学举办者之间以及举办者与师生员工
之间的契约关系，因为《鲁汶大学建校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举办者们的义务、师生的权
利以及学校内部事务的管理程序。特别是师生权利的赋予与保护，无疑为学术自由
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最后，从治理模式上解读，大学章程是大学自治的基本依据，
正如《章程》中提到的：“举办者若不转交权力，大学章程将失去效力和意义”，也就是
说建于欧洲中世纪的鲁汶大学是以“公法社团”的组织形态出现的，即大学是作为一
个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学术共同体组成起来的，该组织形态具有自治化特征，这无疑也
是大学的原始形态。如此一来，学术共同体成员便拥有了绝对的“自治权”，相应地，
大学的学术力量和学术权力也会得到彰显和提升。
基于以上解读，大学章程制定的三项基本原则自然浮现：公共性、契约性和自治

性。尽管大学发展已今非昔比，但现代大学脱胎于古典大学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大
学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学在大学章程中的地位彰显，
原初的办学理念无疑是大学建校的基本旨趣和永恒追求，可谓是大学立命之根本。
董云川：陈涛博士对比鲁汶天主教大学章程的内涵与精神的解读很有意思，其间论及欧洲中世纪传统

大学章程的法制精神与历史使命，这使得我们对中世纪大学章程作为大学自治与保障所发挥效力的认识变得

更加具体和深刻，旁敲侧击，随着对于大学章程西式起源与演进逻辑的逐步了解，从一个侧面促使我们更加深

刻地体会这种大学内宪章性文件所具有的革命性效用与历史功绩。无疑，这样的个案与当下的章程制定形成

某种程度的反差，时效性与借鉴意义值得考量，但在我们振臂高呼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对大学章程的

创建时机与策略把握和推动都显得微妙与羞涩，这里虽不敢对试点院校的章程文本说三道四，但肯定是远离了

类似中世纪大学章程的那份神圣感。不知道接下来的讨论能否触及现实，请继续发表高见。

　　祁　晓：大学章程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大学章程是教育法律和法规的具体化，是大学面向社会依法独立、自主办学的前
提条件，是现代大学成立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大学制度的载体。大学章程通常被学界
视为大学的“宪章”，它承载着大学的精神，昭示着大学的使命。然而，大学章程建设
面临着诸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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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缺少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支持。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虽然早
已确立了高校作为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为高校依据章程自主办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作为宏观性的上位法，“两法”只提供了原则性的规定，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弹
性空间，缺少具体的法条或实施细则对落实与否予以确保。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
规模和质量上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是教育改革基本上都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自上
而下发起的，较少采取自下而上的改革，就是很好的例证。由于缺少良好的外部法治
体系保障，大学章程建设必然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其次，大学章程的制定过程及参与主体有局限性。章程一般由大学内部成立的

章程制定委员会起草，然后通过党委会或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和批准通过。即使章
程制定完毕送至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政府也只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审核章程，作为
举办者的政府在章程制定过程中的角色是缺失的［４］。从高校与社会的关系看，包括
校友、学生家长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应是章程制定的参与者，但事实上这些角色
是缺位的。此外，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教育权力之间的关系也不平衡，
章程制定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缺位的。根据相关学者的调查：“一些
大学的领导认为，章程说简单也简单，一般就是开个布置大会，然后由法制办、发展规
划办、政策研究室、党政办等行政人员组成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工作，形成初稿，再进
行汇总，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作为试行版本了。”［５］

再次，大学章程在认同及执行方面困难重重。正因为大学章程在建设过程中，缺
乏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制定程序不完善及参与主体缺位等，决定了章程建设面临着
认同和执行上的危机。根据已公布的大学章程看，基本上是高教法的翻版，流于形
式，认可度低，大多制定出来之后即被束之高阁［６］。在某些核心利益相关者缺位条件
下制定出的大学章程，会面临认同危机和难于执行的困境。大学章程规范的不仅是
学校的办学行为，还有举办者、政府部门管理学校的行为，包括举办者对学校的管理
或考核的方式、标准等，以及举办者的投入与保障等［７］。在我国目前政府下放权力范
围有限，政府和高校之间权责不对等的条件下，即便大学章程制定得多么完善，人事
权和财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大学很难真正落实自主办学权。
最后，由行政主导的章程建设，在法律上对章程的制定程序缺少明确的规定。再

加上时间的紧迫，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群体认识上的局限，往往不能做到程序上的严
格、制度上的规范和设计上的科学。已制定出的章程普遍存在文本内容参差不齐，且
不同程度上存在形式雷同、内容空泛、缺乏可操作性、未彰显大学精神等问题［８］。
即便如此，大学章程建设仍旧要寻求出路：
第一，需要适时修订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学是社会大

系统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要素之一。其存在和发展既受制于、更要服务于一定的社
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外大学章程制定之初，各国高等教育
方面的法律基本是空白，主要解决的是大学的合法性和独立性问题；我国当前推进大
学章程建设，主要是要解决大学内部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问题。”［９］但是，这些问
题的解决必须首先通过法律来明确，诸如：“大学章程由谁来制定、大学自治权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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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界限、大学办学资金的保障、大学与社会、市场等外部关系等问题。”［１０］为了克服
当前行政主导的章程建设因缺少外部环境支持而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应在高等教育
领域继续进行各种专项体制改革的同时，考虑适时启动法定程序对《教育法》和《高等
教育法》进行完善和修订，增加确保大学实现独立法人地位的实施细则和条款，并对
大学章程制定的程序做更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为大学章程获取法律地位提供更全
面的支持。
第二，加强宣传，凝聚各方共识，扩大参与主体的代表性。我国当前推进的大学

章程建设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我国大学章程是一种在现实的办学环境下解决内
外部管理中某些突出问题的政策文件，它应当以国家有关法律精神为指导，在涉及大
学的若干重要问题上，尤其是在宏观领导管理关系、内部党委书记和校长关系、专业
权力和行政管理权力的关系等方面，为大学办学和改革指明方向。”［１１］在后法制化时
代，大学的各利益相关群体，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大学的领导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大
学章程建设的重视程度，增强自身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同时要善于利用各种途径在全
社会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在大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互动的机制和渠道，及时
回应社会对大学的批评与建议，以此来凝聚社会各界在推进章程建设上的共识。在
具体实践中，应根据高校的具体办学历史及实践尽可能地扩大参与主体的代表性，使
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尽可能全面地得以反映，并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加以固化，确保
大学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教育权力之间的适当分离与平衡。
第三，政府应该进一步简政放权，发挥高校的积极性和自主性。由各级各类高校

所形成的高教系统是一个松散的连结体，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运作规律，需要从系统内
部培养其对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近代
高等教育从其诞生起就受国家功利主义的外在逻辑所驱使，其内在逻辑始终未能有
效地得以实现。时至今日，我国高校的经费、招生、学科专业设置、物资采购、人事、奖
惩机制等无不受制于政府的掣肘，资源配置和办学评价高度行政化，人才培养与市场
脱节等问题日益凸显。高校缺少依法自主办学的制度环境和主体意识及动力。政府
应以大学章程建设为契机，大胆简政放权，在宏观调控下，发挥高校依法独立面向社
会自主办学的主动性。
董云川：政府应该如何？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如何？“更加”如何？类似呼吁和表述太多太苍白！

或许，与先有章程后有大学不同，我们是先有大学后补章程，这样的作为总比不作为好得多。针对章程制定面

临的困境，祁晓博士进行了阐释并标明了突围路径，同时强调大学章程建设的法制环境问题。难能可贵。但我

还是不得不说，当今大学章程的制定正处于一个艰难的求索过程中，表面看起来很容易，而实质上的突围却难

上加难。我们缺乏的绝不仅仅是认识，而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彻底转变的契机。换言之，不是文字表述的问

题，而是条款有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张湘韵：我国大学章程制定的成效与困境

以下以教育部核准的六所大学的章程为例做进一步分析。
从六所高校的章程来看，基本都体现了多方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学校治理的理念。

章程中的价值主体都涉及党委会、校长、纪检会、校董会、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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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教学委员会、校长办公会、院党政联席会、教职工、学生、校友会、后勤、教育发展基
金会、各专门委员会、社会合作办学与交流、独立建制的研究院（所、中心）和重点研究
基地、国际化合作办学等机构与团体，只是各学校在不同的价值主体规定上侧重点
不同。
六所高校的章程都努力凸显办学思想，渐进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六所大学都

根据自己的发展实际，凸显出自身的办学思想。高校办学自主权是个老生常谈的问
题。从外部来看，政府对学校的行政干预容易阻碍学校自身发展尤其是特色化发展；
从内部看，高校内部机构之间一直矛盾重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问题长期作为学术
未能实现真正自由的根本原因被大家常常提及。目前，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干预已经
有所改观，厘清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明晰各方的权责显得尤为重要。“章程中规定
的内容，不仅对学校内部人员和机关产生约束力，对学校外部有关的行政机关及其社
会团体都具有约束力。”各高校大学章程对教授治学与民主管理给予进一步明晰，在
教授治学方面，六所高校在章程中都设定了教授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
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并对每一个专门委员会做了限定。除此之外，六所高校在学
校与学院的权力分配上也做了进一步的规范，学校与学院的职能分配，学院的具体组
织机构以及活动的开展在各个高校的大学章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即便如此，章程制定依然面临诸多困境：
第一，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还有待加强。从六所大学的章程来看，对于政

府与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很少涉及。各大学章程重点体现对内部治理结构的梳理，
以及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规定，对于外部治理结构规定不够明确。只有两所
大学提及举办者的权责范围，其中仅华中师范大学对学校的举办者单独设立一章，明
确表述举办者的权力与义务，东华大学虽有提及，但是仅用一条较为模糊的语言带
过。相比较而言，国外大学章程都对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规定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
《柏林洪堡大学章程》第一条就规定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提出：“人事管理，经济管
理，财政与金融管理，收取费用以及医疗保障都属于国家行政事务。这些与学术事务
一同由学校统一管理。联邦州具备专业监督权力。个别需请求指示的事宜交由校董
会表态。只要在专业监督权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校董会都可以在一些国家行政
事务中对其他机构发布有约束力的指示。”［１２］

第二，缺乏监督体制，使得执行力无法保障。大学章程具有法律效力，是构建现
代大学制度的依据。国外的大学章程大多都规定了专门的监督机构与监督权力，对
监督制度有明确说明，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具体到数量的规定和程序的步骤说明。
例如，美国大学章程规定有监督委员会，英国的高校有监察委员会以及审计师，这些
专门的监督机构大多由来自内外部众多利益主体的成员组成，有政府的行政监督，有
专业领域的专业监督，还有学校内部各部门及群体的内部监督。例如，牛津大学章程
注明大学拥有自己的上诉法庭（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ｌ　Ｃｏｕｒｔ），这一学校内部法庭由学校高级
管理阶层所制定的五个非校内专业人士组成，其职能即聆听及裁定章程在理解或者
应用过程中引起的争议纠纷。在章程的执行与监察方面，笔者统计六所大学章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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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所有的大学章程都提到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监督制度，建立经济责任制度和审计监
察制度，但是如何建立，其程序如何，并未做过多说明，除此以外并未涉及其他专业领
域监督与执行机构，只有武汉理工大学在第１０５条中提及“学校建立全过程、全方位、
常态化的监督体系和问责机制，依法接受政府、社会、教职工和学生的监督。”但是此
规定也较为笼统，对其组织形式、成员及运行过程并未做细致说明。说明六所大学章
程还只是停留在政策执行过程的事前程序，而对于执行过程和事后程序并未加以考
虑，使得大学章程在落实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董云川：现实中，大学章程远非只是有些人想象中的一纸文书而已，制定过程非常复杂。张湘韵老师撇

开大学章程法律效率、内容、办学自主权三方面不论，而专注于分析我国大学章程的外部关系与监督机制，具有

特殊的意义，这更易使得我们关注大学章程的分权模式与决策程序，以便厘清大学章程所涉举办权、办学权、行

政权、教育权及学术权等问题。事实上，要制订理想的大学章程，仅靠大学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大学章程

作为“大学宪章”，其制定困境的消除无疑需要将大学章程纳入更高层次的立法程序，以法治国家来确保教育法

治时代的到来。

但愿三千所高等学校轰轰烈烈的章程制定结果不仅仅是造成新一轮的纸张浪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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